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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于1919年7月（农历），出

身中农，毕业于县立(原长直)第三

完小。幼年时常听父亲说起北伐

军(当时称南军)所到的地方均免

除税收与租息，因为我的父祖及

以前几代都是农民，所以极盼望

官府能体谅劳动人民的痛苦。后

来读私塾时，受孟子“省刑罚、薄

税敛”“民为贵、君为轻”论点的启

发，略知一点从政者应有的要义。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辽

宁大学学生流亡团到关内开展抗

日救国宣传。他们到我所在的学

校演讲宣传时痛哭流涕，捶胸顿

足，阐述亡国之痛，当亡奴之苦，

使我幼小的心灵大受感动。加以

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课本，逐

渐有了粗略的民族意识、国家观

念和中华民族自豪感，仇视帝国

主义的爱国思想深入脑中，由此

产生了献身于救国事业的想法。

尤其是在学校生活中，同学间贫

富不均比较明显，我开始产生愤

世不公的念头。后来这批学生要

到县城宣传时，校长徐中周说：

“城里来电话，说这批人是共产

党，拒绝他们进城。”当时(1931—

1932年)报纸上不时出现上海破获

共产党机关的报道，共产党令我

感到神秘。我从文字上反复理解

“共产”的含义，内心极向往共

产党。

  之前，我经常与徐政权（又名

徐达三、徐坚如，大信街道袁家屯

村人）写信交流，了解他宣传的一

些思想。1933年底，徐政权同志回

家时，我进一步与之交谈，听他讲

解国际国内形势及救国救民的道

理。他告诉我真正救国救民的是

共产主义与共产党。这样，我思

想上更加仰慕共产主义，并提出

一些不明白的问题多次与之进行

深细的谈论。他多次宣传讲解苏

区的情况与制度，如：平分土地、

红军中的团长士兵相互称同志等

给我的印象最深，还特别宣传了

苏联的情况及共产国际与中国共

产党的关系等。由此，我仰望理

想的新社会，愿意为之实现积极

参加工作。

  1934年2月间，徐政权介绍我

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介

绍徐正福、袁世清(化名永山，退休

于枣庄煤矿)加入中国共产党，随

即成立小组。由于人少，实行党

员、团员混合编组，我当选为小组

长。后来，我又介绍袁毓江、徐兴

华、孙友诰入党，并成立支部，我

任支部书记。

  1934年秋，从北平来了王毓光

（又名魏思文、王振兴）、杨慎仙

(女，又名黄秀芝)两名同志。王毓

光在下普东村开设一处爱民诊

所，以行医为掩护开展工作。杨

慎仙在袁家屯办起一所小学，动

员一些思想上拥护共产党的群众

将他们的子女送去上学，以该学

校作为开会及活动的掩护场所。

后来在该小学上学的学生有不少

人参加革命，一部分成为干部。

如我的侄子袁渤（袁淑明第三子，

1942年参加革命，1945年入伍。先

后在胶东军区、南海独立一团任

职，曾任江苏省军区连云港警备

区副政委，参加过胶东解放、长山

列岛解放战役，1981年离休。）、九

江机械厂干部孙友晓等。

  由于工作积极，经组织考核，

1934年8月，我由团员转为共产党

员。1934年冬季，王毓光、徐政权、

杨慎仙三名同志离开即墨前，将普

东村王玉田、孙志温、王作传、王作

松、王作书等组成的普东支部与袁

家屯支部组合成区委（中共即墨第

七区委员会），由我任书记，王作

传、王玉田、孙志温任委员，并宣布

徐政权与杨慎仙调离即墨，我们以

后的工作由王毓光领导。

  相关链接：

  袁超，原名袁淑耀，1919年7月

出生，即墨袁家屯人。1934年2月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是当时即墨最年

轻的共产党员。抗日战争时期，

曾任高昌平三县边区书记，南海

特委常委、民运部长，五总队政治

处主任，胶东区南海行政联合办

事处主任，胶济铁路胶东区工委

书记兼办事处主任等职。解放战

争时期，历任东海地委副书记、胶

东区独立第五师政治部主任、胶

东荣军总校政治部主任、华东野

战军一〇四师政治部副主任、华

东海军学校第一大队政委等职。

全国解放后，历任华东海军后勤

政治部副主任；海军联合学校四

分校政委；海军后勤学校政委；炮

兵学校副政委；上海市打捞局副

局长；工交党校副校长等职。

1985年12月离休。1998年4月22日

在上海病逝。

  此文是1984年9月13日袁超给

即墨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

会的来信，讲述他当年接受共产

主义思想的过程。

（区委党史研究中心供稿）

【我的抗战】（一）信仰的历程：

从心向共产主义到投身党组织工作——— 袁超

  编者按：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周年，本报开设《我的抗战》专栏，主要收录即墨抗战时

期当事人或见证人对自己亲身经历的革命斗争生活的回

忆文章。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汇聚蓬勃伟力，

传承和弘扬抗战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国家繁荣、民族

复兴贡献力量。

袁超（1919 .07-1998 .04）

袁家屯党支部旧址。

 　知道我们这个城市墙角的那个修鞋

铺，是很偶然的机会。可自从知道之后，

每次修鞋，总会首先想到它。

　　那天午后随意溜达，便看见了街角有

一个极简单的修鞋铺，一个六十岁左右的

男子，正埋头修鞋。想到脚上的鞋子正需

要换一个鞋跟垫，就走了过去。

　　男子示意我坐下，我脱下鞋子递了过

去说：“换一下鞋跟垫，要走路不发出嗒嗒

声的。”他并不说话，拿起前面的一本稿

纸本，用圆珠笔写：“好 20元，一般 15

元。”然后抬起头用目光询问我的选择。

我有些诧异，用手指了指“20元”。他点了

点头，极其娴熟地操作起来。

　　他面前的稿纸本，说是本子，其实就

薄薄几页，可能因使用时间久了，四面已

经卷了边，颇有些破烂。本子上的字并不

成行，零乱地写着这样的短句：共30元、共

20元、不能修了、明天来取……想到他刚

刚的行为，我的心蓦地沉了一下，莫非他

不能说话？

　　我坐在他面前的小马扎上，等着他把

鞋子修好。他的摊儿，摆着的全是一些不

起眼的东西，小钉子、碎皮子、鞋油、胶水、

锥子、磨石、剪子……一如极不起眼的他，披着一件褪了色

的外套，头发几乎全白，粗糙的手上全是厚厚的硬茧。

　　鞋子修好了，他递给我，指了指先前写下的“好 20元”的

字样。我扫了他面前的微信码，付钱时输入了“50”的数字，

对他笑了一下。

　　离开修鞋铺，我有些说不出的酸楚和沉重。不知道这

个不能说话的老人，是因了何，又是从何时开始，就听不到

这个世界各样的声音了，也无法用自己的声音向这个世界

诉说喜怒哀乐。

　　大约又过了一个月吧。周末收拾家，看见了去年买的

一双新鞋，总觉得鞋跟有些高便一直搁置着。突然想到了

那个修鞋的老人，便提着鞋子出了门。出门后，老人那用来

写字卷了边薄薄几页的稿纸本浮现在眼前，我便又退回去，

找了两本新的厚厚的笔记本，两支新的碳素笔，连同鞋子放

进袋子里，方安心出门。

　　我先把鞋子递给他，然后在带去的本子上写下修鞋要

求，又补充了一句：“上次过来见你的本子要用完了，这次给

你带来两个本子和两支笔。”他笑了，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于是，我便也跟着他笑。阳光暖暖的，空气里似乎也有着阳

光和煦的味道。

　　鞋铺里还坐着几个人，看上去应该是老顾客了。他们

告诉我，这个老人是因小的时候的一场疾病失去了听觉，在

这里修鞋很多年了，手艺很好，如果是连他也摇头的鞋，那

就应该丢掉了。

　　我望向老人，他安详地坐着，专注着手中的活，一丝不

苟，似乎整个世界静谧得如同只有他、他眼前的修鞋摊、他

手中的鞋子和落在他身上的阳光。

　　一个顾客的鞋子修好了，他在我带去的本子上写下“15

元”，顾客掏出了20元，对他摆摆手，示意他不必找零钱了，走

了。我的鞋子也修好了，他写下了“25元，收你20元”，指了指

我带去的本子和笔。坐着的与他熟识的老顾客对我说：“你

给他带了本子和笔，他这是要少收你五块钱，表达感谢

呢。”可是这次我的鞋子要把鞋跟先切去一小块，要比上次

费事得多，于是，我依旧微信扫码付了50元。他笑着对我点

着头，算是与我说再见。

　　这个修鞋铺没有字号，我也并不知道老鞋匠的名字。

公路上喧嚣车辆长短的鸣笛，也都与他无关。他就那样安

静地坐在座位上，不停接过顾客递过来的鞋子，有的鞋跟磨

偏了、有的鞋子开线了、有的鞋帮裂口了……他粗燥的手仿

佛被上帝亲吻过，几乎所有“受过伤”的鞋子都可以在他那

里得到慰藉。人们接过修好的鞋子，重新穿在脚上，觉得比

以前轻快舒适多了。

　　有时候想，他不只是个修补鞋子的人，亦是一个修补世

界的人。我们应当相信，每个人都是带着各自的使命来到

人间，无论是多么平凡，多么寻常，总有一个角落会将他搁

置，总有人需要他的存在。即使在狭小的世界里，守着简单

的安稳与幸福，不惊不扰过一生，亦是活出了生命别样的美

与高贵。

　　或许，这也是人们自然而然选择了多付点修鞋费的原

因，不是施舍，不是怜悯，只是人们愿意用这样的一种暖意，

来“修补”一下修鞋匠那无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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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永梅◆


